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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能否减轻中小学生
家庭校外培训负担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PSM—DID实证研究

薛海平 蔡湘琼①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双减”政策出台已近五年,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是否有效减轻是

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采用PSM—

DID方法探讨“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减”政

策显著降低了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

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明显下降,其参与时长没有明显变化;“双减”政策实施

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整体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低收入家庭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显

著下降,而父母职业类型为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家庭,其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显著上

升;“双减”政策有效减轻了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但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

担进一步加重。当前应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规范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防范其成为学业负担的新源头;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助力实现教育公

平。本文为全面评估“双减”政策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巩固“双减”政策成果及推动

教育公平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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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建设教育强国征程中,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基石。而中小学生及其家

庭过重的校外培训负担已成为阻碍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持续上升,家庭在子女校外培训上的支出也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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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1]。校外培训负担过重在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25],也大大加重了

家庭的经济压力。学生被校外培训所束缚,家长则深陷经济与精力的双重困

境。为切实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政策。其中,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或“双减”政策)在其工作目标中明确指出,“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目

前“双减”政策实施已近5年,实际的政策效果究竟如何? 能否真正减轻中小学

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 这些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25年1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明确强调统筹推

进“双减”,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本文对“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精准评

估,能为后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巩固“双减”成果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

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深入探讨“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

担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以期为全面评估“双减”政策效果提供实证依据,助力基

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强国建设。

二、
  

文 献 综 述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针对其实施成效的研究日益丰富,特别是关于其

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影响的研究。现有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是基于政策实施后的截面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初步反映了

“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的整体情况。此类文献数量较多,为
了解“双减”政策效果提供了现状参考。例如,刘钧燕在2021年8—9月针对

1—9年级学生家长的一项线上调查中发现,39.30%的家长计划减少或停止为

孩子报名参加校外培训班,28.20%的家长打算维持孩子当前参加的校外培训,
而9.50%的家长则表示有意为孩子新增校外培训课程[6]。罗艳华和程红艳在

一项针对中西部地区三个省会城市小学生家长的线上问卷调查中发现,“双减”
政策实施后,小学生周末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为44.54%[7]。付卫东等

人在一项针对全国6省份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指出,24.3%的中小学生参加

了学科类校外培训,且小学生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比例高于初中生,中部地

区学生参与校外培训比例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学生一对一补习参

与比例最高[8]。宁本涛等人采用152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抽样调查数据,发现

53.62%的家长认为“双减”政策实施后,其校外培训支出负担并未减轻,或者仅

减轻了约10%[9]。
另一类则基于“双减”政策实施前后的面板数据,尝试运用因果推断方法进

行更为严谨的政策效应评估,但此类研究很少。魏易和康乐基于20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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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使用泛精确匹配估计和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双
减”实施后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支出显著下降,而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参与率和支出没有显著变化[10]。他们在其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结合网络

平台数据对“双减”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11]。孟涓涓等人基于2022年全国29
个省份的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双减”政策

实施后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每周显著减少了0.683课时,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参与时长没有显著变化[12]。庞小冬等人基于2023年开展的全国大样本调查数

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双减”政策对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

在显著降低效应,但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和支出存在显著增加效应[13]。这

些研究为评估“双减”政策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但受限于数据,其识别

策略的严谨性仍有提升空间。例如,有研究因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调查年份不一

致而可能引入时间混淆效应,另一些基于两期面板数据的研究则无法进行事前

趋势检验,可能将“双减”政策实施前已存在的趋势误判为政策效应。这些局限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减”政策效应估计的精准性。
尽管目前关于“双减”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数据存在局限。已有研究收集的数据类型大多为横截面

数据,少量的面板数据也多为短期面板数据,能体现“双减”政策实施前后动态

变化、满足事前趋势检验要求的多期面板数据仍极为稀缺。第二,研究内容尚

显片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率和支出的变化情况,且结

论并不一致。尽管减轻家长精力负担也是“双减”政策工作目标,但目前仅有一

篇文章运用因果推断方法对校外培训的家长参与时长进行了分析。第三,研究

方法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统计层面,难以确立因果关

系。虽已出现采用双重差分等因果推断方法的研究,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更严谨

的实证依据,但难以全面、精准地揭示“双减”政策实效,其识别策略仍有优化

空间。
“双减”政策作为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其实施效果关乎教育生态与民生福

祉。因此,本文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和严谨的识别策略对其进行全面、精准的评

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

2022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双减”政策对

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并分析“双减”政策效果是否会因学生学

段、父母职业类型、家庭收入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三、
  

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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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2年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该数据包

含了学生是否参与校外培训、参与支出和时长等相关信息,其最新公布的2022
年数据提供了“双减”政策实施之后的观测数据,因此该数据适用于估计“双减”
政策产生的影响。“双减”政策主要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但《意见》中明确提

出将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管理纳入参照执行范围,并将高中阶

段统筹纳入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多地在实际政策执行中也同步推进高中阶段

校外培训治理,如北京市明确不再审批新的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14],部分知名在线教育机构在关停义务教育阶段培训业务后进一步退出

高中学科类校外培训[15]。基于这一政策背景,本文的样本覆盖小学、初中和高

中阶段,全面评估“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包括是否参与学科类和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培训支出以及培训时长。
学科类和 非 学 科 类 校 外 培 训 参 与 的 合 并 方 式 随 年 份 有 所 调 整。在

CFPS2010年数据中,对应题目“参加了哪些辅导班”,选“1.
 

语文”“2.
 

数学”“3.
 

英语”任意一项,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赋值为1,否则为0;选上述三项以外的任

意一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赋值为1,否则为0。在CFPS2012—2014年数

据中对应题目为“参加了哪些辅导班”。若选“1.
 

学校课程辅导”,学科类校外培

训参与赋值为1,否则为0;若选此项以外的任意一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

赋值为1,否则为0。在CFPS2016—2022年数据中,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对应

题目为“最近非寒暑假的一个月,是否参加过学校课程辅导(如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科目)”,选“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参与在CFPS2016—2022年数据中对应题目为“是否参加竞赛辅导”“是
否参加才艺培养”“是否参加心智开发”“是否参加其他辅导班”,任意一题选

“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校外培训支出直接对应CFPS数据库中的“课外辅导费(元/年)”,指过去

12个月学生在校外参加线上或线下辅导班及请家教的支出。
在CFPS2012—2020年数据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分别

对应两类校外培训中的“上该辅导班时长(小时/周)”。CFPS2010年的少儿家

长代答问卷和个人自答问卷以及CFPS2014年的个人自答问卷均未区分学科

类与非学科类培训参与时长,因此关于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的

变量在2010年的全部样本以及2014年的高中样本中均存在缺失。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双减”政策。借鉴庞小冬等人的做法[16],本文将“双
减”政策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双减”政策试点城市虚拟变量(Treat)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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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间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Treat×Post)表示“双减”政策的处理效应。
具体而言,本文将“双减”政策实施后(2022年)的时期虚拟变量Post赋值为1,
实施前的年份赋值为0。对于Treat变量,由于CFPS公开数据中只有省份编

码而无法识别具体城市,因此本文将“北京”和“上海”的样本赋值为1。为确保

处理组(试点城市)与对照组(非试点城市)的状态清晰,避免因数据限制无法区

分省内试点与非试点城市所导致的混淆,本文将《意见》中其他7个试点城市

(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所属省份的样本予以剔除。因此,对
照组由所有未被剔除的非试点城市所在省份样本构成,赋值为0。

尽管存在上述样本局限,但将北京、上海作为处理组仍具有理论意义与实

践价值。北京与上海不仅是“双减”政策试点城市,更是全国校外培训市场最发

达、治理挑战最为突出的超大型城市,也因此成为全国校外培训治理改革的“风
向标”。其政策执行受到中央更高程度的关注与督导,地方官员亦面临更强的

政治激励与问责压力,属于权威引领的试点类型[17]。因此,聚焦北京、上海不

仅有助于清晰地捕捉“双减”政策效果,也可为理解“双减”政策在矛盾最突

出、执行压力最强的区域如何落地提供证据。为回应对样本代表性的关切,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补充了使用四个直辖市子样本进行的估计。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说明

是否“双减”政策试点城市 0=不是,1=是

时期 0=“双减”政策实施之前,1=2022年

是否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 0=不参与,1=参与

是否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0=不参与,1=参与

校外培训支出 连续变量

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 连续变量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 连续变量

户籍 0=农村,1=城镇

父母最高学历 1=文盲/半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
6=本科,7=硕士及以上

父母职业类型 1=工人/农民,2=办事人员,3=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

人均家庭纯收入层级 1=低收入,2=中等收入,3=高收入

学段 1=小学,2=初中,3=高中

是否重点校 0=不是,1=是

是否重点班 0=不是,1=是,2=就读学校不区分重点班与非重点班

省级高中普职比 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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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因此本文也将以下控制变

量纳入回归模型:户籍、父母最高学历、父母职业类型[18]①、人均家庭纯收入层

级、学段、是否重点校、是否重点班和省级高中普职比②。各控制变量的赋值情

况详见表1。

(三)
  

研究方法

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下简称DID)[19],能控制不随时

间变化的组间差异和共同时间冲击,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近年来众多研究使用这一研究方法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讨

“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时,DID无疑是一种合适的方

法。但如果仅使用DID简单对比“双减”政策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学生的家

庭校外培训负担,可能会因为样本选择的非随机性而产生偏差。而倾向得分匹

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PSM)通过匹配“双减”政策试点城

市的学生群体(处理组)与“双减”政策非试点城市的学生群体(对照组)中可观

测特征相似的样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样本选择带来的偏差[20]。在通过

PSM控制可观测特征差异后,DID能进一步利用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差异,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法(PSM—DID)来评估“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即先

采用PSM在可观测特征上实现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衡,再结合DID估计“双
减”政策的真实效应,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1.
 

倾向得分匹配

首先,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1]的做法,使用逻辑回归模型(Logit模型)估计

个体接受处理(即个体所在城市为“双减”政策试点城市)的概率。模型表达式

如式(1)所示:

P(Xi)=F(Treati=1|Xi)=
exp(αXi)
1+exp(αXi)

(1)

其中,P(Xi)表示倾向得分,Treati 表示是否接受处理的二元虚拟变量。Treati=
1表示个体接受处理,即学生位于“双减”政策试点城市;反之,Treati=0表示个

体未接受处理,即为非试点城市学生。Xi 表示协变量,包括户籍、父母最高学

历、父母职业类型、人均家庭纯收入层级、学段、是否重点校、是否重点班和省级

高中普职比,α表示各协变量的回归系数。

①

②

参考李春玲的研究,本文将父母一方最高职业类型划分为三个职业类型。
省级高中普职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指各省市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与中职招生人数

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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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近邻匹配法,为处理组中的每个学生在对照组中找到倾向得分最

接近的3个学生作为匹配对象。匹配后,通过平衡性检验,检查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协变量上的均值差异是否显著减小,以确保匹配的有效性。同时,本文还

通过共同支撑假设检验进一步验证匹配的合理性。

2.
 

双重差分模型

在完成PSM后,本文基于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
评估“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净效应。模型表达式如式(2)
所示:

Yit=β0+β1Treati×Postt+β2Xi+μi+τt+εit (2)
其中,Yit 表示第i个学生在t时期的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包括学生是否参与学

科类校外培训、是否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校外培训支出对数、学科类校外培

训参与时长、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Treati×Postt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

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若学生i位于“双减”政策试点城市且观测

年份为2022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0。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τt 表示时间固定

效应,β0 为常数项,εit 为随机误差项。而β1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双重差分估计

量,它反映了“双减”政策对处理组相对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平均处理效

应,即“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净影响。

四、
  

研 究 结 果

(一)
  

PSM 的样本匹配效果检验

  表2为近邻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在匹配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多个

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匹配后,户籍、父母最高学历、父母职业类型、人均家庭

纯收入层级和省级高中普职比的偏差百分比均较匹配前下降了约90%。从T
检验结果来看,匹配后的绝大多数变量T 值小于1.96,表明匹配后的处理组和

对照组在绝大多数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个别匹配变量在匹配

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可以接受[22],因此平衡性检验通过。
核密度函数图直观呈现了倾向得分分布在匹配前后的变化(见图1)。需

要注意的是,匹配前(左图)与匹配后(右图)的核密度值因样本权重调整而使

用不同尺度,纵轴刻度上限分别为60与3。相较于匹配前近乎分离的状态,
匹配后的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已在较大范围内重叠,分布趋势明显

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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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邻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偏差

百分比

偏差下降

百分比

T 检验

T 值 P 值

户籍 匹配前 0.85 0.36 117.2  98.8  27.91 0.000
匹配后 0.86 0.86 -1.4 -0.33 0.741

父 母 最 高

学历

匹配前 4.35 2.97 112.9 96.0 30.88 0.000
匹配后 4.35 4.41 -4.5 -0.82 0.412

父 母 职 业

类型

匹配前 1.77 1.27 65.4 91.4 20.37 0.000
匹配后 1.77 1.82 -5.6 -0.96 0.338

人 均 家 庭

纯收入层级

匹配前 2.54 1.40 171.5 94.4 46.18 0.000
匹配后 2.55 2.61 -9.6 -1.88 0.060

学段 匹配前 1.35 1.29 12.6 73.2 3.44 0.001
匹配后 1.35 1.36 -3.4 -0.64 0.525

是否重点校 匹配前 0.19 0.21 -5.9 -20.1 -1.55 0.122
匹配后 0.19 0.21 -7.1 -1.37 0.170

是否重点班 匹配前 1.49 1.48 0.7 -83.3 0.20 0.844
匹配后 1.49 1.48 1.3 0.26 0.793

省 级 高 中

普职比

匹配前 1.46 1.84 -73.6 85.2 -19.86 0.000
匹配后 1.46 1.51 -10.9 -2.34 0.019

  

图1 近邻匹配前(左)后(右)的核密度函数

(二)
  

“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的总体影响

借鉴已有研究[23],本文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进行一对三匹配后,保留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进行DID估计。表3、表4和表5,以及图4、图5和

图6均为使用满足共同支撑假设样本的PSM—DID估计结果,其中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均已纳入模型控制。由表3可知,第(1)(2)(4)列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双减”政策能显著降低中小学生学科类和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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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以及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从第(3)(5)列估计结果

可知,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和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没有显著变化。

表3 基准估计结果

参与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支出

参与时长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1) (2) (3) (4) (5)

“双减”政策试点

城市×时期
-0.173** -0.191*** -0.214 -2.632*** -0.419
(0.071) (0.058) (0.580) (0.758) (0.5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839 14839 14744 11090 11174

调整后R2 0.1889 0.2924 0.3354 0.0792 0.1307

  注:*
 

p<0.1,**p<0.05,***
 

p<0.01;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1.
 

事前趋势检验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考察“双减”政策冲击的动态效果,并进行事前趋势

检验。以政策前第1期(2020年)为基准期,事件时间设定为政策冲击前第2至

第6期。需要注意的是,学科类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因2010年数据

缺失,其政策前时间范围为第2至第5期以及政策冲击后第1期。结果如图2
所示。在“双减”政策实施前,绝大多数系数均不显著,且围绕零值上下波动,校
外培训支出和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分别在政策前第3期、第4期存在一定

波动,但政策前第2期两个指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已有研究认

为若仅存在个别非关键时期的系数波动,且无持续偏离零值的系统性趋势,则
不能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24]。综上所述,本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双减”
政策冲击前未拒绝事前趋势平行的假设。“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与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显著下降,校外培训支出和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没有显著变化,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增强了结论的稳

健性。尽管上述事前趋势检验结果提供了初步证据,但考虑到校外培训支出和

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在政策前较远期存在波动,本文进一步通过其他方式

来全面评估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16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6年

  

图2 事前趋势检验

2.
 

更换样本

为验证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两项替换样本检验。首先,
本研究选取了四个直辖市样本(北京、上海为试点城市,重庆、天津为非试点城

市)进行PSM—DID估计。该设计充分利用了直辖市在行政层级、经济结构与

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高度可比性,构建了一个更为严格的对照框架。其次,
为更精准地聚焦“双减”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本研究进一步剔除了高中阶段样

本,仅保留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学生重新进行估计。从表4来看,上述两

项检验的估计结果均与表3一致,证明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表4 更换样本的PSM—DID估计结果

参与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支出

参与时长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1) (2) (3) (4) (5)

(1)
 

基于直辖市样本的估计结果

“双减”政策试点

城市×时期
-0.382*** -0.192** -1.052 -4.506*** 0.071
(0.128) (0.090) (0.946) (1.538) (0.714)

样本量 1179 1179 1171 875 879

调整后R2 0.1577 0.3014 0.3145 0.0467 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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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与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支出

参与时长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1) (2) (3) (4) (5)

(2)
 

基于义务教育阶段样本的估计结果

“双减”政策试点

城市×时期
-0.171** -0.194*** 0.349 -2.491** -0.598
(0.083) (0.073) (0.604) (0.994) (0.470)

样本量 12169 12169 12085 9541 9576

调整后R2 0.2237 0.3124 0.3917 0.1153 0.1355

  注: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p<0.1,**p<0.05,***
 

p<
0.01;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3.
 

更换PSM匹配方法

为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半径匹配及核匹配方法重新进行

PSM—DID估计。表5结果显示,在不同匹配方法下,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

的方向、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这表明本文核心结论对匹配算法的选择不

敏感,结果稳健。

表5 更换PSM匹配方法的PSM—DID估计结果①

参与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支出

参与时长

学科类

校外培训

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

(1) (2) (3) (4) (5)

(1)
 

基于半径匹配(0.01)的估计结果

“双减”政策试点

城市×时期
-0.175** -0.192*** -0.221 -2.639*** -0.413
(0.071) (0.058) (0.580) (0.755) (0.538)

样本量 14970 14970 14873 11170 11252

调整后R2 0.1884 0.2881 0.3366 0.0774 0.1274
(2)

 

基于核匹配的估计结果

“双减”政策试点

城市×时期
-0.175** -0.192*** -0.220 -2.639*** -0.413
(0.071) (0.058) (0.580) (0.755) (0.538)

样本量 14976 14976 14879 11170 11252

调整后R2 0.1882 0.2879 0.3364 0.0774 0.1274

  注: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p<0.1,**p<0.05,***
 

p<
0.01;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① 半径匹配与核匹配均通过平衡性检验。鉴于篇幅,检验结果未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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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已对部分个体、家庭、学校和地区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但仍有可

能存在一些非观测因素使得“双减”政策的评估结果受到影响。因此,本文进一

步利用Stata软件随机生成处理组和政策时间,模拟“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和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以及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的1000次政策冲击。如

果“双减”政策的伪估计系数接近0,则说明实际“双减”政策的估计结果具有可

靠性。图3显示,估计系数大多集中在0附近,且大多数P值大于0.1,表明随

机生成的处理组和政策时间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垂直虚线是表3
中PSM—DID模型的真实估计值,其与伪回归系数相距较远,表明本文得出的

真实估计系数并非由偶然因素所得,进一步验证了“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和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以及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的真实影响效果,增强了研

究结论的稳健性。

图3 随机处理组与随机政策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四)
 

异质性分析

1.
 

不同学段的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双减”政策能显著降低中小学生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参与率以及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而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和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没有显著影响。“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参与率以及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 “双减”政策是否仅对特定群体的校外培训支出和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参与时长存在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对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参与、支出和参与时长进行相应的分样本回归。为更直观地呈现“双减”
政策对不同特征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本文依据分样本回归结果绘制系数

图。从图4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

长均显著下降,而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均显著上升,初中

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均显著下降。对于高中生来说,学科类

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均没有明显变化。从校外培训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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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各学段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双减”政策对不同学段学生校外培训

支出没有异质性影响。通过对不同学段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发现“双减”
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校外培训行为。

图4 “双减”政策对不同学段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2.
 

不同父母职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从图5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父母职业类型为办事人员的学生学科类

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均显著降低,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

长没有显著变化。父母职业类型为工人与农民、以及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学

生,其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均没有显著变化。从校外

培训支出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父母职业类型为工人与农民、办事人员的学

生校外培训支出没有显著变化,而父母职业类型为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学生

校外培训支出上升。

图5 “双减”政策对不同父母职业类型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3.
 

不同家庭收入的异质性分析

从图6来看,“双减”政策实施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

率、参与时长及校外培训支出均明显下降,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

时长没有明显变化。中等收入家庭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明显下

降,其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以及校外培训支出没有明显变化。
而高收入家庭学生的校外培训参与率、校外培训支出和参与时长均没有显著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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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双减”政策对不同家庭收入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22年数据,使用PSM—DID方法,探讨

“双减”政策对中小学生家庭校外培训负担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

1.
 

“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本文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2527],是对“双减”工作的有力

支持。“双减”政策实施后,政府大量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并严格监

管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了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秩序。此

外,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和2024年2月8
日教育部发布的《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明确规定了校外培训机

构的业务范围和运营时间等,进一步加强了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因

此,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和

参与时长显著降低。过重的校外培训负担往往导致学生课余时间被大量占用,
在挤压学生休息时间和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会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

响[28]。而“双减”政策的实施,能有效减轻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家长无须

花费过多精力接送孩子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缓解了家长的精力负担。此外,
这种下降的积极影响除了直接减轻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外,也能让学生将

更多精力投到学校的课堂学习中,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主渠道和学校教育主阵

地作用。

2.
 

“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明显下降,其参

与时长没有明显变化。
“双减”政策虽主要是对学科类校外培训进行规范,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也同样受到了政策的冲击。中小学积极响应“双减”政策号召,大力开展课后

服务工作。部分学校课后服务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美术、音乐、科技等。这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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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校内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部分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使
得原本依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来拓展兴趣爱好的部分学生和家长选择退

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此外,部分家长在“双减”政策实施后调整了子女的教育

策略,将目光从学科类校外培训转向非学科类校外培训[29]。随着学科类校外培

训的大幅减少,孩子课余时间得到重新分配。尽管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明

显下降,但其参与时长却没有相应减少。由此可以推测,虽然课后服务满足了

部分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使得部分学生不再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但仍有部分家长将孩子原本用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时间调配到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上,让孩子投入更多精力。这部分学生参与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且延长

了参与时长。他们参与时长的增加抵消了整体参与率下降的影响,导致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参与时长没有显著降低。

3.
 

“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整体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低

收入家庭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显著下降,而父母职业类型为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

的家庭,其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显著上升。
尽管“双减”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全部样本看,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支出没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虽然“双减”政策

实施后学科类校外培训受到严格限制,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在政策实施后依然

活跃。PSM—DID估计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参与时长并未受到影响,进一步说明学生和家长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仍

然很旺盛。已有研究也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部分家长从选择送子女参加学

科类校外培训转为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30],更有研究发现学生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支出在“双减”政策实施后有所增加[31]。因此,可以推测,在学科类校外培

训受限后,部分家庭将原本用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资金转移到了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上,导致校外培训总体支出没有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部分家庭对子女教

育的高期望和焦虑情绪,促使他们即使在“双减”政策的规范下,仍然通过“家
教”或更隐蔽的校外培训方式继续让子女参与校外培训,维持甚至提高了原有

的校外培训支出水平。已有研究指出,“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市场以私人

家教形式转入地下[32],而私人家教往往比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更昂贵。本文也发

现,父母职业类型为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家庭,其学生校外培训支出在“双
减”政策实施后不减反增,进一步印证了此类现象的客观存在。

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会做出不同的校外培训行为选择[3336]。已有研究表

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双减”政策前后的校外培训支出,且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家庭受政策影响更大[37]。“双减”政策实施后低收入家庭学生校外培

训支出降低,可能是由于其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面临较高的收入约束[38],无
力承担过高的校外培训费用。“双减”政策的推行,有效遏制了校外培训的行业

乱象。该政策在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和家长

获取校外培训的途径。对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长而言,这种渠道受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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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促使他们退出校外培训。此外,“双减”政策的执行给这部分家长传递了

一个“信号”,让其意识到违规参与校外培训可能带来经济损失等风险。所以,
“双减”政策实施后,这类群体在政策引导下会率先减少校外培训支出,从而减

轻经济压力。
父母职业类型为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家庭,其学生校外培训支出在“双

减”政策实施后显著上升,这可能与其职业特征相关的家庭教育策略有关。相

比于工人和农民、办事人员家庭,这类家庭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和更强烈

的阶层维持意愿。根据卢卡斯的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即使教育扩张使得获得

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下降,但优势阶层仍然会寻求质量更高的教育机会[39]。优势

阶层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维持其竞争优势,会选择课外补习行为来

维持或扩大已有优势地位[40]。“双减”政策的实施容易引发这类家庭的教育焦

虑,这类家庭为维持已有的竞争优势,会继续进行校外培训投资。而由于其在

经济水平和课外补习支付能力上的突出优势,他们追加校外培训投资也不无可

能。“双减”政策实施后,正规学科类校外培训受限。而这类家庭凭借自身丰富

的人脉资源和优厚的经济条件,依然可以为孩子找到更隐蔽的校外培训途径,
例如私人家教。但私人家教收费往往更为高昂,因此其校外培训支出不降

反增。

4.
 

“双减”政策有效减轻了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但初中生学科类校

外培训负担进一步加重。
“双减”政策中明确规定了小学生的作业时间,并要求教师指导小学生在校

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这些措施在减轻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

降低了他们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需求。此外,小学课程难度较低,大多数家

长能为孩子提供简单的辅导,因此小学生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依赖程度也相对

较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学升初中的升学政策采用就近入学结合电脑派

位的机制,没有统一的升学考试。这种升学方式极大地减轻了学生的升学压

力,学生也不必为了升学投身激烈的考试竞争之中。因此,“双减”政策实施后

小学生更容易减少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这有效减轻了小学生学

科类校外培训负担。
“双减”政策实施后,初中生退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转向学科类校外培训,

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进一步加重,这可能与初中生面临的升学竞争有

关。相比初中阶段,小学阶段的家长更倾向于让子女参加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而步入初中,学业压力陡增,家长们期望孩子能在中考的升学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此更加关注孩子学科课程的学习。初中生家长不再像小学阶段一样执着于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为孩子兴趣爱好“买单”的热情骤减。已有研究也表明,初
中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低于小学生[41]。目前我国高中阶段实施“普职分

流”政策,由于社会刻板印象等,家长对职业教育认可度普遍不高,这使升学竞

争压力前置到初中阶段。家长为了让孩子顺利升学进入普通高中就读,大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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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在初中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在升学指挥棒下,家长的资源分配向学科

类校外培训严重倾斜,进一步削减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投入意愿。“双减”政
策意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政策执行后校外培训市场得到

净化,而初中生面临的升学竞争压力并未因“双减”政策的推行而减轻。学生升

学的迫切需求促使他们依然将目光聚焦在学科类校外培训上,仍然试图通过学

科类校外培训为中考助力,导致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与时长不降反升,
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进一步加重。

(二)
  

政策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
本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显著降低了中小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参

与时长,表明当前“双减”政策在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果。习

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持续巩固‘双减’
成果”。《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也明确强调统筹推进“双
减”,巩固校外培训治理成果,严控学科类培训。但成果的维系面临诸多挑战,
反弹风险犹存。本研究也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

仍未有效减轻,初中生面临中考升学压力,更易成为违规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潜

在对象。因此,在《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和《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

见稿)》的约束下,应坚定不移保持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高压态势,防
止学科类校外培训违法行为的死灰复燃。此外,“双减”政策实施后,弱势阶层

大多选择退出参与校外培训,而部分优势阶层仍维持原状甚至加大校外培训支

出,这无疑将加剧教育结果的不公平。为切实防范“双减”政策落地带来新的教

育不公平问题,政府应该精准施策,筑牢教育公平防线。一方面,政府应该严格

治理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坚决打击各类违规培训行为,有效切断优势阶层

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额外教育资源的渠道,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教育生

态。同时,政府作为教育公平的维护者,应致力于让学生在学习资源的获取上保

持相对均衡的状态,打破因资源分配不均而造成的教育壁垒。例如,政府加大对

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大力推动涵盖各学科优质课程资源的免费在线教育网站

建设与推广,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学习水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2.
 

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防范其成为学业负担的新源头。
随着“双减”政策稳步推进,学科类校外培训得到有效管控,然而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却滋生了一些不良倾向。本研究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支出没有明显变化,可能是家长将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转移到了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支出上。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非学科类

校外培训整体参与率虽明显下降,但平均参与时长却没有变化,说明参与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的学生参与时长反而增加了。因此,为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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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负担,政府在严格监管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同时,仍需进一步规范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防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成为学生学业负担的新源头。《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将“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纳入其中,为当下的

校外培训治理指明了方向。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无视政策法规,打着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的旗号,实际上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应防范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向学科类异化。2024年2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发布了《中小学舞蹈类校外

培训指引(试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和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共同

发布了《中小学生编程类校外培训行为指引(试行)》。这些文件为开展这两类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依据,也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规范提供

了范例。应以此为蓝本,加速针对音乐、美术、体育等其他各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专门指导文件的制定与出台。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确保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健康发

展,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而非学生学业负担的新源头。

3.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助力实现教育公平。
“双减”政策实施后初中生学科类校外培训负担不减反增,表明其学科课程

学习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学校应提升课后服务质量,通过为学生提供辅导答疑

和学习拓展指导,进一步满足学生在学科课程上的多样化需求,减轻其对学科

类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双减”政策实施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虽明显

下降,但其参与时长却没有变化。学校课后服务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非学科类学

习需求,但仍有部分学生大量参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因此,学校应通过课后

服务满足更多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例如,政府应推动学校引入专业的

艺体类人才,如退役运动员、艺术院校毕业生等,充实课后服务师资力量。学校

邀请专业人士开展定期培训,提升校内教师的课后服务水平。学校丰富课后服

务内容,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让学生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需

求在校内得到满足,减少其对校外培训的依赖。通过提高学校课后服务质量,
缩小家庭通过校外培训进行优势资源代际传递而形成的教育差距,从而促进教

育公平。此外,向弱势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课后服务,并给予相应的学业辅导

支持,让其学习需求在校内得到充分满足,不仅能有效替代弱势家庭学生校外

培训需求,也能减轻弱势家庭相应经济负担,进一步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三)
  

研究局限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由于CFPS公开数据仅提供省份编码,
无法区分同一省份内的试点与非试点城市。为避免对照组污染,本文剔除了相

关省份样本。这虽提高了因果识别的清晰度,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

本的全国代表性。第二,CFPS数据未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
因此,本研究无法从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视角,深入探讨“双减”政策

实施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支出没有显著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若后续研究能获

取相关数据,则能够更精准地估计“双减”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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